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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质视角的情绪调节与儿童问题行为* 

刘  方  刘  文  于腾旭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大连 116029) 

摘  要  问题行为作为儿童期的异常行为妨碍儿童正常的社会适应, 通常包括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儿童情

绪调节功能的异常被认为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相关成因亦源于儿童自身的气质特征。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梳

理的基础上, 从气质的四个维度出发(积极情感/接近、恐惧/行为抑制、愤怒/烦躁、努力控制)分析了情绪调节

与常见调节策略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相应的情绪调节训练干预。未来研究应结合儿童气质特征, 深入探

讨气质各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儿童情绪调节以及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在纵向研究中加入神经生理相关

技术, 考察三者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关系, 此外还应开展国内本土化研究, 开发适合我国问题行为儿童的实

践干预方案, 促进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情绪调节; 问题行为; 气质; 儿童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的发生时间、类型、

体验和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 1998)。个体在

情绪调节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具体的情绪调节策略, 
例如认知重评、注意转换、表达抑制、问题解决、

回避、沉思等(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2010; Sheppes, Suri, & Gross, 2015)。在情绪调节

过程中根据个体是否需要认知努力, 还可以将情

绪调节分为内隐的情绪调节和外显的情绪调节

(Gyurak, Gross, & Etkin, 2011)。情绪调节的发展

是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成功的情

绪调节可以促使儿童发展更好的同伴关系, 减少

问题行为的产生, 进而有助于其积极的社会适应

及心理健康的良好发展(Otterpohl & Wild, 2015; 
Sheppes et al., 2015)。然而, 人们并不完全清楚情

绪调节是如何影响儿童问题行为的。通过对文献

的梳理和分析发现, 儿童情绪调节的异常和困难

是造成问题行为的主要原因, 相关成因亦源于儿童

自身气质特征(Eisenberg et al., 2001; Heleniak, Jenness, 
Vander Stoep, McCauley, & McLaughl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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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是个体在情感、活动性和注意领域、反

应性和自我控制方面的个体差异, 这种个体差异

具有一定的生理基础(Zentner & Bates, 2008)。研

究者指出气质的某些维度构成了儿童情绪调节发

展的基础, 而且气质能够解释情绪调节能力所具

有的跨时间和情境的稳定性特征(Gross & John, 
2003; Rothbart, 2007; Rothbart et al., 2014)。近期

的气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情感/接近(Positive 
Affectivity/Approach)、恐惧/行为抑制(Fear/Behavioral 
Inhibition)、愤怒/烦躁(Angry/Irritability)、努力控

制(Effortful Control)四个维度 , 且与神经模型有

较强的联系(Rothbart & Posner, 2006)。 
此外, 双加工模型为讨论气质与情绪调节的

内在联系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双加工模型广泛用

于解释个体涉及至少两种策略的信息加工。一种

策略涉及信息的自动化加工, 另一种策略涉及需

要控制参与的自主加工。Eisenberg 和 Morris (2002)
基于气质的视角区分了两种情绪调节类型。一种

是非自主性情绪调节, 指的是儿童对情绪刺激的

自动化反应, 包括对不同强度情绪以及对不同类

型情绪的自动化反应。另一种是自主性情绪调节

又称努力性情绪调节, 指的是儿童通过注意和抑

制控制能力调节自身情绪的过程。这与 Gyurak 
(2011)等人提出的情绪调节双加工模型类似 ,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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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根据个体在情绪调节过程中认知努力的参与

程度, 将情绪调节分为内隐(自动化)情绪调节和

外显(努力性)情绪调节。从概念内涵上厘清气质与

情绪调节的关系之后, 我们将从气质的四个维度

出发探讨儿童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下面

将结合相关研究证据进行分析和阐述。 

2  气质维度视角的情绪调节与儿童问

题行为 

问题行为作为儿童期的异常行为影响儿童进

行正常的社会适应, 它主要包括外化与内化问题

行为。外化问题行为是指一组具有外在表现的、

反映了儿童对外部环境消极反应的行为, 包括攻

击性行为、违纪行为等(Sulik, Blair, Mills-koonce, 
Berry, & Greenberg, 2015)。内化问题行为主要包

括儿童焦虑、抑郁、社会退缩等情绪方面的问题

(Hoglund & Chisholm, 2014)。探究情绪调节与外

化、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儿

童情绪社会化过程。基于气质视角展开的分析有

助于揭示情绪调节对儿童问题行为影响的内在机

制。接下来, 将从气质的四个维度出发, 具体探讨

情绪调节及相应调节策略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2.1  积极情感/接近、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 

个体的积极情感 /接近系统主要负责对积极

情绪以及奖励刺激的加工。Gray (1991)指出, 行
为趋近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 BAS)
与个体的积极情感联系密切。当奖励刺激出现或

惩罚刺激撤销时, 杏仁核发出奖励信息并到达伏

隔核, 随后开始激活并引发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 
同时伴随积极的情感体验。然而该系统的异常激

活使得个体难以采用适当的策略调节自身的情感

体验, 最终导致某些问题行为的出现。Nigg (2006)
以及 Eisenberg, Spinrad 和 Eggum (2010)指出, 儿
童对奖励等积极情绪刺激的调节困难是外化问题

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

至少涉及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路径基于低恐惧

反应和低接近性气质, 此类儿童在面对情绪事件

时经常忽视潜在的风险, 行为受到限制时又难以

采用分心策略, 并时常伴随冲动性行为, 有时甚

至还会表现出某些精神病理症状。另一条路径基

于对奖励刺激的高接近性气质, 该气质类型的儿

童在生活中经常表现出较高的情绪反应性, 且对

奖励刺激敏感, 由于难以抑制自身较强的情绪性, 

在日常行为中容易忽视他人的权利和社会规则, 做
出冲动行为(Eisenberg et al., 2010; Nigg, 2006)。 

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论断。如对学前儿童的

研究发现, 积极情感得分较高的幼儿, 在生活中

倾向于不加限制地靠近奖赏刺激, 由于缺乏对情

绪的有效控制, 此类儿童常常采用冲动行为调节

自身情绪, 因而更容易引发外化问题行为(Gartstein, 
Putnam, & Rothbart, 2012; Morales, Fu, & Pérez-Edgar, 
2016)。此外, 国内研究也表明：较高积极情感水

平的儿童在生活中更关注奖赏性刺激, 形成对奖

赏刺激的注意偏向, 这种自动化的情绪调节模式

使得儿童在生活中难以采用抑制策略有效地控制

自身情绪, 因而被看作是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预

测因素(He, Li, Wu, & Zhai, 2017)。可见, 儿童一

旦对奖励等积极情绪刺激的加工出现问题, 便会

引发不当的情绪调节, 造成儿童外化问题行为。 
关于情绪调节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研究

者主要从儿童青少年抑郁的相关成因给出了一定

的解释。Clark 和 Watson (1991)指出, 抑郁涉及情

感系统的功能紊乱, 情绪调节的失败是其中的关

键因素。抑郁的儿童青少年常伴有较低水平的积

极情感, 这类个体对奖励等积极刺激的唤醒程度

较低, 因此在面对生活事件时表现出动力不足。

低强度的积极情感使得他们在生活中难以维持积

极情绪, 而这种慢性的积极情感缺失最终会导致

抑郁症状的出现。此外, 积极情感缺失的儿童又

会表现出低强度的奖赏寻求以及较差的社会化 , 
从而加深抑郁症状。抑郁的反应风格理论也指出, 
个体对负性情绪感受的天然差异性是抑郁的易损

性因素, 低水平积极情感气质的儿童在生活中容

易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 调节情绪时又常反复

地体验负性情绪及结果, 这种沉思策略的过度使

用最终会增 加患抑郁的 风险 (Nolen-Hoeksema, 
2014)。 

如有研究发现, 7 年级儿童的积极情感与沉思

策略呈负相关, 引入纵向分析后发现, 7 年级时的

抑郁与积极情感得分共同正向预测 1 年后的儿童

抑郁症状, 此外沉思策略在低水平的积极情感与

儿童抑郁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Verstraeten, Vasey, 
Raes, & Bijttebier, 2009)。另外有研究发现低水平

积极情感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Van Beveren
等人(2016a)指出, 低水平积极情感的儿童在调节

自身情绪时易陷入对情绪事件的过度思考而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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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离 , 在调节负性情绪时频繁地采用沉思策略 , 
进而引发抑郁。近期一项研究也发现, 低水平积

极情感气质的儿童在面对负性情绪时较少采用问

题解决策略, 而倾向于采用沉思等不适应性调节

策略, 因而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Van Beveren, 
Harding, Beyers, & Braet, 2018)。可见, 较低水平

的积极情感影响了儿童的情绪调节及相应策略的

使用, 久而久之构成了儿童抑郁的风险因素。 
2.2  恐惧/行为抑制、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 

在 Gray (1991)看来, 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 BIS)与个体的恐惧/行为抑制联

系密切。恐惧的生理基础主要包括眶额叶、内侧

隔区和海马回, 杏仁核是加工条件性恐惧的关键

区域(LeDoux, 1989)。BIS 系统对惩罚、非奖励和

陌生刺激信号较为敏感, 它会抑制消极结果带来

的后续行为, 并让个体产生害怕、沮丧等消极情

绪。而该系统的异常激活使个体感受到过多的消

极情绪 , 进而引发随后的问题行为。Roberton 
(2012)等人指出 , 情绪调节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对负性情绪的过度抑制 , 
个体对负性情绪有较强的抑制倾向导致其难以适

当地表达自身情绪, 在调节负性情绪时常采用回

避、过度抑制等策略, 当体验到强度更大的负性

情绪唤醒而无法回避时会引发强烈的攻击行为 ; 
二是对负性情绪的唤醒和抑制不足, 个体在生活

中不能有效地抑制负性情绪体验和规避危险刺激, 
当负性情绪干扰到自身行为时会增加攻击性行为

出现的风险。 
如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对恐惧情绪的调节与

攻击行为联系密切。恐惧水平较低且抑制能力较

差的青少年, 在面对负性情绪事件时难以控制自

身的冲动情绪可能出现外显攻击行为; 而恐惧水

平较高且抑制能力较好的青少年尽管较好地抑制

了自身的冲动, 但难以正确地表达情绪, 因而表

现出更多的关系性攻击, 比如传播谣言、孤立他

人等行为(Dane & Marini, 2014)。也有研究考察了

儿童的条件性恐惧加工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实验

过程中同时收集儿童的皮肤电数据, 结果发现 8
岁儿童较低水平的皮肤电与攻击性行为呈正相关

(Gao, Raine, Venables, Dawson, & Mednick, 2010)。
进一步研究发现, 儿童早期测量的高主动性攻击

性可以正向预测其 18 岁时在条件性恐惧任务中

测量的低皮肤电水平(Gao, Tuvblad, Schell, Baker, 

& Raine, 2015)。由于皮肤电水平与情绪刺激的激

活和调节密切相关, 低水平的皮肤电反映了儿童

对恐惧等负性刺激的不敏感性, 儿童由于难以体

验到惩罚带来的恐惧情绪增加了其随后攻击行为

出现的风险。 
Henderson, Pine 和 Fox (2015)等人从信息加

工过程角度出发, 探讨了行为抑制与儿童适应性

行为的关系。他们认为行为抑制反映了儿童早期

对不熟悉刺激的行为倾向。高行为抑制儿童表现

为对新异刺激的退缩及过度回避, 此类儿童在调

节负性情绪时倾向于采用回避、退缩等被动性调

节策略, 日后更容易出现焦虑症状, 尤其是社交

焦虑。Henderson 进一步指出, 高恐惧/行为抑制儿童

对外部信息常常表现出过高程度的抑制, 因而在

加工情绪信息时出现异常, 引发问题行为(Henderson 
et al., 2015; Meyer et al., 2018)。Cisler, Olatunji, 
Feldner 和 Forsyth (2010)提出的关于焦虑的情绪

调节模型也指出, 个体情绪调节模式的差异, 特
别是在恐惧情境下不同的情绪加工过程是形成焦

虑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了情绪调节影响焦虑的短

期和长期两种效应, 短期效应指在恐惧情境下即

时的情绪调节诱发了焦虑情绪, 同时还增强了个

体的生理、认知及行为改变。长期效应指个体发

展出长期且相对稳定的不适应情绪调节策略, 从
而引发了焦虑。如有研究表明, 儿童 2 岁时气质

的恐惧维度得分可以正向预测 4 岁时母亲报告的

焦虑症状, 探究其原因发现, 高水平恐惧气质的

儿童在调节自身情绪时更多地采用回避策略, 以
致在社会交往中失去结交新朋友的机会, 增加了

随后的焦虑风险。研究结果还发现, 那些情绪调

节能力较好的幼儿即使体验到较高的恐惧情绪也

可以适当地进行表达, 发展出适应性的社会行为

(Buss, 2011)。还有研究结合问卷与行为实验考察

了幼儿的行为抑制与儿童期的情绪调节以及社会

能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高水平的行为抑制儿

童更倾向于采用被动性情绪调节策略(比如对破

损玩具的长时间注视而非主动维修), 在与同伴交

往中更多地选择沉默和回避, 而如果此类儿童能

够更多地采用主动性调节策略(比如主动寻求帮

助 ), 那么在两年后会表现出较好的社会能力

(Penela, Walker, Degnan, Fox, & Henderson, 2015)。
由此可知, 儿童对恐惧情绪的不适当加工构成了

某些问题行为的成因。此外, 对新异刺激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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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和回避损害了儿童正常的情绪调节过程, 加
深了儿童对负性刺激的关注, 最终导致问题行为

的出现。 
2.3  愤怒/烦躁、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 

在 Gray (1991)的斗争−逃避系统(Fight/Flight 
system)中, 负责处理无条件惩罚信息的脑机制是

杏仁核、视丘下部的腹内侧核、中脑的中央灰质

及脑干下部的体细胞效应器。一旦个体觉察到痛

苦或挫折信息, 大脑这些区域就会做出攻击或防

御的反应。研究者认为该系统是个体攻击性的基

础。Frick 和 Morris (2004)认为, 童年早期的愤怒

情绪以及不良的情绪调节是形成童年中期问题行

为以及青少年期反社会行为的主要原因。儿童体

验过多的愤怒情绪容易造成内心对外部世界的不

满, 当儿童的需求得不到回应或受到惩罚时, 会
伴有攻击性行为出现。Wilkowski 和 Robinson 
(2010)也指出 , 沉思策略的过度使用是高愤怒个

体形成攻击行为的原因, 对冲动想法的反复思考

延长并强化了自身的情绪状态, 在受到他人激惹

时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另外, 高愤怒水平的个

体难以采用努力性情绪调节策略控制愤怒情绪 , 
在面对敌意事件时无法有效地进行重评, 因而加

速了攻击性行为的出现。 
如有研究表明, 愤怒情绪较高的儿童表现出

较差的注意控制能力和更高的冲动性, 因而与外

化问题行为呈正相关(Eisenberg et al., 2001)。近期

的一项研究采用自我报告和同伴提名的方法考察

了沉思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对愤

怒情绪经常采用沉思策略的儿童被同伴认定有更

多的攻击行为出现, 此外较频繁地采用沉思策略

调节愤怒情绪的儿童在抑郁量表上也有较高的得

分(Harmon, Stephens, Repper, Driscoll, & Kistner, 
2017)。可见, 高水平的愤怒特质是儿童青少年形

成沉思策略的主要原因, 高强度的愤怒情绪限制

了儿童青少年的抑制能力, 无法将注意力从愤怒

事件或愤怒想法中及时抽离出来, 因而陷入了对

愤怒的沉思, 最终形成攻击行为(Caprara, Paciello, 
Gerbino, & Cugini, 2007)。 

Rothbart 和 Sheese (2007)指出, 经常体验愤

怒、悲伤等负性情绪不仅妨碍了儿童自身的认知

加工过程, 还使得儿童自身情绪调节能力受到限

制, 形成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从而引发焦虑

等内化问题行为。实证研究给出了相应的支持 , 

如有研究选取了两所中学的 1065 名青少年考察

其情绪调节与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结果发现那

些经常表达负性情绪的青少年在抑郁量表得分上

更高; 经常采用沉思策略调节负性情绪则与青少

年的社会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Klemanski, Curtiss, 
McLaughlin, & Nolen-Hoeksema, 2017)。也有研究

考察了 14~16 岁女中学生的烦躁、情绪调节与内

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结果发现较高水平的烦躁不

仅直接作用于内化问题行为, 而且还以较差的情

绪调节能力为中介具有间接作用(Malhi, Byrow, 
Outhred, T., Das, & Fritz, 2017)。 
2.4  努力控制、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 

努力控制是气质中较为自主性的成份。主要

包括注意的集中和控制以及抑制不适当行为的能

力(Rothbart & Sheese, 2007)。努力控制通常包含

两个方面, 一是抑制控制, 个体根据当前需要及

行为目标主动抑制自身行为, 比如在延迟满足任

务中主动抑制对新奇物品的关注, 从而降低自身

情绪强度; 二是注意控制, 个体可以主动地集中

或转移自身注意力, 比如主动将注意力集中到相

对积极的情绪信息中 , 避免过多的负性刺激偏

向。由于努力控制涉及儿童自身对情绪刺激的注

意和控制 , 因而构成了儿童情绪调节的基础。

Nigg (2006)认为, 努力控制在情绪调节中发挥重

要作用, 努力控制通过完成与适应性功能相关的

信息加工以及对情绪性经验和行为的调控来影响

儿童的行为表现。当多种情绪刺激共同出现时 , 
低水平努力控制的儿童不能很好地抑制与目标无

关的情绪带来的冲动, 行动时往往陷入困难无法

做出适当的选择, 从而导致问题行为的产生。有

研究发现, 如果儿童 2 岁时不能很好地采用分心

策略调节负性情绪, 在 5 岁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外

化问题行为, 结果还发现男孩在 2 岁时较差的注

意控制可以正向预测之后的外化问题行为 (Hill, 
Degan, Calkins, & Keane, 2006)。纵向研究也表明, 
过多采用沉思策略调节负性情绪或者是难以有效

地从负性情绪中及时抽离的 6~8 年级儿童, 在之

后会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Herts, McLaughlin, 
& Hatzenbuehler, 2012)。可见, 努力控制中的注意

控制成份影响了儿童对负性情绪的注意和脱离 , 
难以有效地采用分心等情绪调节策略是问题行为

出现的重要原因。 
关于情绪调节与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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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isenberg 等人(2010)看来, 儿童的情绪调节能

力与自身内化问题行为存在负相关, 由于内化问

题常伴随较高的负性情绪体验, 因此对负性情绪

的调节困难可能构成了内化问题的成因。此外 , 
儿童有效的注意控制可以减少其对负性情绪刺激

的关注, 促使儿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性或积

极信息上, 有效地采用分心策略减轻负性情绪体

验 , 从而减少问题行为的出现 (Eisenberg et al., 
2010)。Morales 等人近期也指出, 儿童焦虑的形成

可能与儿童的注意控制有关。有效的注意控制可

以减弱易受负性情感影响儿童的注意偏向, 并且

促进他们将注意从负性刺激转移到正性刺激上

(Morales et al., 2016)。Hofmann 等人(2011)进一步

指出, 高水平的努力控制反映了个体较好的重评

能力, 在体验负性情绪后能够及时地采用认知重

评策略对情绪事件进行再评价便减少了负性情绪

对自身的影响。有研究发现, 努力控制是儿童青

少年抑郁和焦虑的保护性因素, 高水平努力控制

的儿童青少年可以有效地调节自身的情绪困扰 , 
在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时较好地采用注意控制转移

自身注意力因而减少了患抑郁和焦虑的风险(Gulley, 
Hankin, & Young, 2016)。元分析研究也指出, 儿
童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行为与沉思、回避等不适应

性策略的使用呈正相关, 与认知重评、问题解决

等适应性策略呈负相关(Compas et al., 2017)。 
基于气质视角对情绪调节和儿童问题行为的

关系进行梳理发现, 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

童情绪调节的发展以及相关策略的使用, 一旦儿

童的情绪调节出现问题 , 会引发相应的问题行

为。从气质的非自主性情绪调节成份来看, 过高

的消极情感与过低的积极情感均与儿童的问题行

为有着直接的联系, 情绪唤醒及感受的异常使得

儿童不能恰当地表达和抑制情绪, 进而引发问题

行为; 从气质的自主性情绪调节成份看, 高水平

努力控制的儿童具有良好的情绪表达与情绪理解

能力, 能够采用重评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处理

负性情绪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努力控制水平较低

的儿童难以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更容易发展

出沉思、回避等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体验到

更多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然而儿童的气质

并不总是以单一成份出现, 气质的两种情绪调节

成份经常共同作用于儿童, 进而对儿童的适应行

为产生影响。下面将从气质两种成份的交互作用

进行相应阐述。 

3  气质两种成份交互作用视角的情绪

调节与问题行为 

气质两种成份的交互作用主要有两条路径 , 
一是非自主性情绪调节之间的交互, 另一种是非

自主性与自主性情绪调节之间的交互。Rothbart
等人指出, 当情境中同时包含奖励刺激和风险时, 
个体的接近和防御系统会同时激活, 以合作或竞

争的形式同时作用于个体, 然而两种系统对个体

行为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很多时候防御系统更占

优势(Rothbart & Sheese, 2007)。因此当儿童的情

绪调节出现问题时, 在生活中更容易对负性信息

产生关注 , 久而久之增加其形成问题行为的风

险。如一项针对 9~18 岁的比利时儿童青少年研究

发现, 消极情感水平较高的儿童青少年更倾向采

用沉思、攻击行为等情绪调节策略, 且体验到更

多的抑郁情绪, 然而如果同时伴随较低水平的积

极情感 , 则会增加其患抑郁的概率(Van Beveren 
et al., 2016a)。 

更为常见的是两种成份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儿

童问题行为的影响。Frick 和 Morris (2004)指出, 
努力控制水平较差的儿童更易于受到负性情绪的

影响, 并且表现出对负性情绪的调节困难以及负

性情绪唤醒时的抑制困难。而他们不当的情绪调

节进一步损害其社会认知发展, 尤其在面对情绪

信息时不能很好地抑制自身的负性情绪, 进而引

发问题行为。Lonigan, Vasey, Phillips 和 Hazen 
(2004)在探讨儿童焦虑的成因时也发现了气质的

交互作用对儿童焦虑的影响, 提出的模型整合了

气质、情感和注意加工三个因素, 该模型认为, 儿
童的负性情绪性一方面直接对焦虑产生作用, 另
一方面部分通过自动化注意分配机制的中介作用

造成情感失调以及焦虑水平的上升, 整个过程还

受到努力控制的调节作用。Yap, Allen 和 Sheeber 
(2007)提出的青少年抑郁模型进一步指出 , 气质

中的某些成份还会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具

体来看, 对负性情绪控制较差的儿童更容易抑郁, 
此类儿童在生活中通常采用抑制、沉思等调节策

略, 因而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以及较少的正性

情绪。如有研究发现, 儿童青少年对自身愤怒情

绪控制得越好, 其攻击性行为越少。愤怒情绪较

高的儿童如果伴随较差的抑制控制能力, 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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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更多的攻击行为, 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了性

别差异, 男孩的攻击性行为多于女孩且在沉思、

攻击行为等策略上的得分更高(Calvete & Orue, 
2012)。 

可见, 情绪调节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并不

是受到单一因素的作用, 气质的两种情绪调节成份

共同作用于儿童的适应性行为。这也与 Eisenberg
等人(2010)的观点一致 , 儿童的问题行为并不是

由唯一的因素决定, 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促

进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 目
前此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散, 对不同结果出现

的原因还需要深入探讨, 例如积极情感和努力控

制是否可以作为某些儿童问题行为的保护性因素

还需更多的研究加以证实(Dollar, Perry, Calkins, 
Keane, & Shanahan, 2018; Van Beveren, Mezulis, 
Wante, & Braet, 2016b)。 

4  情绪调节的干预及训练 

从气质的视角梳理儿童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

的相关研究, 我们可知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受到

自身气质的影响, 较好的努力控制和积极的情绪

可以促进情绪调节的发展, 反之则会引发问题行

为的出现。因此对儿童情绪调节采取相应的干预

训练, 以及采用相应的研究结果用于矫正儿童的

问题行为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Greenberg, Kusche, Cook 和 Quamma (1995)

及其同事针对促进学龄儿童的情绪能力提出了

“促进另类思维策略”课程 (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 (PATHS) Curriculum)。该课程

涉及对儿童情绪表达、理解及调节的全面指导 , 
课程基于 Greenberg 团队提出的 ABCD (Affective- 
Behavioral-Cognitive-Dynamic, 情感−行为−认知−
动力系统)模型, 并结合儿童社会情绪性发展规律

设计课程。其中的基础成份是针对儿童的应对

(coping), 包括对儿童自身行为以及内在情绪调

节的感知和理解。根据 ABCD 模型可知, 儿童的

情绪发展先于大多数认知能力, 因此儿童早期的

情绪能力的发展是日后某些思维模式的前置因

素。在 Greenberg 看来, PATHS 课程对儿童情绪调

节的干预基于四个假设：(1)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

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 (2)儿童对情绪的管理和理

解能力受到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 (3)儿童理解自

身及他人的情绪是解决情绪问题的关键; (4)学校

环境作为儿童活动的基本环境是进行干预的良好

场所。Riggs 等人对小学儿童开展了为期半年的

PATHS 课程, 课程的训练安排是每周 3 次, 每次

20~30 分钟, 以团体的形式由专业教师负责组织

课程。对于干预成果测量的数据包括前后的语言

流畅性、问题行为、抑制控制能力等。课程结束

后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 接受课程的儿童在语言

流畅性和抑制控制能力方面得到了显著提高, 且
减少了问题行为的出现(Riggs, Greenberg, Kusché, 
& Pentz, 2006)。 

随着对情绪调节训练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开

发了适用人群更广泛的正念(Mindfulness)训练。

正念是一种起源于东方禅修而发展出的一套调节

自我身心的技术, 强调个体忽略愿望与价值, 以
一种开放、好奇、接受的心态体会当下的经验

(Tang, Hölzel, & Posner, 2015)。关于正念的工作机

制, Hölzel 等人(2011)认为包括四个成份：注意调

节、身体觉知、情绪调节 (包括重评, 消退, 重新

构建等)以及改变对自我的看法。实证研究也发现

正念训练能有效地改善个体情绪, 提高情绪调节

能力, 对于抑郁, 焦虑等情绪问题产生较好的干

预效果(Kaunhoven & Dorjee, 2017; Schonert-Reichl  
et al, 2015; Teper, Segal, & Inzlicht, 2013)。目前, 
研究者开发出一系列适用于儿童青少年的正念训

练项目 , 包括身体 −意识整合训练 (Integrative 
Body-Mind Training, IBMT)、正念教育(Mindful 
Education, ME)、正念家庭减压 (Mindful Family 
Stress Reduction, MBSR)、基于正念的儿童认知疗

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children, 
MBCT-C)等(Tang, Yang, Leve, & Harold, 2012; 
Felver, Frank, & McEachern, 2014; Schonert-Reichl 
et al., 2015; Strawn et al., 2016)。以身体−意识整合

训练为例(IBMT), 研究者指出 IBMT 吸纳了中国

医学的一些传统思想, 强调个体需要诱发平静的

警觉状态, 建立一种对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的高水

平知觉状态 , 达到放松与警觉的平衡。简言之 , 
IBMT 提高了个体的注意水平、自我调节并达到

改善情绪的效果, 由于该训练在应用时主要从自

身特征出发, 不需要过多认知的参与, 因而更适

合儿童群体(Tang, Posner, & Rothbart, 2014)。 
研究者还发现正念训练可以用于减少儿童的

焦虑症状, 有研究为 5 名焦虑儿童设计了 6 周的

正念训练, 每周一次时长 45 分钟, 在训练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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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焦虑儿童的问题行为得到明显改善 , 焦虑

症状减轻(Semple, Reid, & Miller, 2005)。可见, 通
过正念训练对儿童进行的干预有助于提高儿童的

社会适应及情绪调节, 进而减少其问题行为。此

外, 针对某些气质类型的儿童, 比如高行为抑制

(behavioral inhibition, BI), 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正

念训练进行干预, 减少他们对压力的过度反应以

及较强的负性情绪唤醒 (Henderson & Wilson, 
2017)。因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不同气质的儿

童开设适宜的训练方案, 从而促进儿童情绪性的

健康发展。  

5  小结与展望 

通过对情绪调节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关系的

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情绪调节是影响儿童问题行

为的主要原因。儿童在发展过程中能够顺利地调

节负性情绪, 则会显著降低问题行为的风险。其

次, 由于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受到自身气质特征

的影响, 从气质研究入手可以探明儿童情绪调节

的机制。再次, 儿童的问题行为尽管表现形式多

样, 但实证研究表明其与儿童的情绪发展密切相

关。最后, 针对儿童情绪调节的训练或干预可以

促进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积极发展, 减少问题行

为的出现。 
尽管研究者对儿童情绪调节与问题行为的关

系给出相应的解释 , 但未来研究还应该更加细

化。目前研究大多集中探讨负性情绪性的调节与

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 忽视了积极情绪性的作用, 
如有研究显示, 低强度的积极情绪性与高强度的

负性情绪性同样可以显著预测儿童的抑郁 (Van 
Beveren et al., 2016a)。此外, 还应该考虑气质各维

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以及问

题行为的影响, 高强度的积极情绪性与较好的努

力控制是否可以作为问题行为的缓冲因素, 减弱

消极情绪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 也需要进一步探

讨。如有研究发现努力控制在负性情绪性与儿童

的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不管儿童的愤

怒水平如何, 高水平的努力控制儿童总表现出较

少的内化问题行为, 而低努力控制则会加强愤怒

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的联系 (Eisenberg et al., 
2007)。这意味着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儿童问题行

为的保护性和风险性因素及发生机制。 
其次, 今后研究还应结合气质的神经生理相

关成果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研究发现 , 
负性情绪性水平较低的儿童通常表现出稳定的副

交感神经活动水平, 这些儿童在完成相应的挑战

性任务时, 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机能和较少的

问题行为, 因而抑制副交感神经活动的能力可以

反映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 (Kolacz, Holochwost, 
Gariépy, & Mills-Koonce, 2016; Li, Deater-Deckard, 
Calkins, & Bell, 2017; Perry, Mackler, Calkins, & 
Keane, 2014)。然而随着儿童的自然发育, 自主神

经系统与儿童情绪性发展的联系又会呈现怎样的

趋势尚不清楚, 因此未来可开展纵向研究, 深入

探讨儿童神经生理发育、情绪调节与其社会适应

之间的关系。 
再次, 应在未来拓展国内的本土化研究。由

于情绪调节能力伴随儿童成长发生变化, 儿童气

质本身也在情绪与行为两个方面呈现出发展的趋

势(刘文, 张珊珊, 陈亮, 杨丽珠, 2014)。因此可适

当地开展纵向研究考察国内儿童在不同时期的气

质、情绪调节的一致性发展特点, 及其对问题行

为的预测作用。另外, 当前大多研究来自国外儿

童被试,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 一些结论是否适

用于中国儿童还需进一步验证 (桑标 , 邓欣媚 , 
2015)。如修订后的中文版儿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问卷发现, 接受(Acceptance)策略归属于不适应性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 且与儿童抑郁显著正相关 , 
而该策略在国外研究中则被视为适应性调节策略

(Liu, Chen, & Blue, 2016)。未来的研究需考虑东西

方文化差异, 为我国儿童的情绪社会化发展提供

更多本土化依据。最后, 研究者应积极开展情绪

调节的训练和干预研究, 进一步探索并开发适合

在本国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情绪调节训练方案, 促
进儿童情绪社会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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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hild problem behavio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mperament 

LIU Fang; LIU Wen; YU Tengxu 
(School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Problem behaviors refer to abnormal child behavior including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which disturb the normal social adaptation of childre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emperament determine the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is considered a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child problem behavior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starting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emperament (Positive Affectivity/Approach, Fear/Behavioral Inhibition, Angry/Irritability, 
Effortful Control), we summarized the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omm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child problem behaviors. We also discusse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interven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mperament. The future study should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 temperament,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emperament dimension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l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problem 
behaviors, and include the neurophysiological techniques in longitudinal stud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se three factors in chil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should deepen domestic research to 
develop suitable intervention programs for Chinese childre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problem behaviors; temperamen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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